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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出生就接触自然手语的孩童，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然手语作为第一语言来获得。早期

语言获得研究显示，以手语为母语的聋童，其发展语法可以不断接近以母语为手语的成年聋

人的语法（引自 Chen Pichler (2010) 的美国手语研究; Morgan (2006) 的英国手语研究; 

Van den Borgaerde及 Baker (2005) 的荷兰手语研究）。此外，以手语为母语的聋童，他们

语言发展的里程碑与健听儿童发展口语的里程碑是相似的（Anderson 及 Reilly 2002; 

Lillo-Martin 1999; Mayberry及 Squires 2006; Petitto 2000;等等）。但是，大部分聋童

都生长在健听父母家庭，他们在幼年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过手语，这类聋童获得手语的

起始年龄差异很大。本文主要探讨语言关键期对迟学香港手语（HKSL）的聋童，在香港手语

的获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。 

四名极重度（大于 90 分贝）健听父母所生的聋童（DH）参与了是次研究，他们都来自

SLCO 计划，都是 6 岁以后才开始学习香港手语的。其中有三名聋童在 3;2-5;1 岁期间植入

了人工耳蜗，另外一名聋童从 3;2岁开始配戴助听器。在学校里，他们同时获取香港手语和

粤语的语言输入。在收集语料时，他们平均已有 6年的香港手语学习经历。此外，有两名聋

人家庭出生的聋童（DD）也参与了是次研究，他们分别是从 1;3和 1;9开始学习手语的，平

均接触香港手语的时长为 10 年。我们设计了三种表达测试来检测这些聋童的香港手语语法

发展：1）图片描述：量词结构和否定形式；2）诱导表达：wh疑问句；3）故事复述：动词

一致关系和情态词。 

总体来说，虽然 DH开始学习 HKSL的时间较迟，但 DH经历了和 DD相似的发展过程。出

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于 DH 六年来所处的丰富的语言环境。在这个丰富的语言环境中，

DH 可以通过和聋人老师及 DD 同学们之间的互动，持续获取丰富的 HKSL 语言输入。这类手

语输入，无论从量还是质上来说，对迟学 HKSL的 DH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。 

但是，这些 DH 迟学者还没有完全掌握香港手语的各项语法知识。虽然他们在表达情态

词、wh 疑问词和量词结构的句法位置时的正确率分别高达 97%、75%和 72%，但他们在表达

正确的非手控特征，尤其是那些表现 wh疑问句中句法辖域的非手控特征，其正确率只有 35%。

而且，他们在动词一致关系上的表现也很差（正确率为 33%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那些 DH迟

学者来说较难掌握的句法结构，也正是以手语为母语的单语 DD 们较晚获得的句法结构。考

虑到我们研究中的 DH 和 DD 都是手语-口语双语儿童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们能否最终

达到跟以 HKSL 为母语的单语成年聋人一样的表现，以此证明他们是否能够完全获得非手控

特征和动词一致关系。 

在我们的 DH 被试中，我们也观察到个体差异。LKY 已经掌握大部分香港手语的语法特

征（平均正确率为 90%，除了动词一致关系），但是 TWK在动词一致关系、wh 疑问句和量词

结构上的表现都很差（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33%，42%和 43%）。考虑到这些 DH的口语能力，TWK

在粤语言语感知（CANSWORT: TWK-56%；LKY-0%）和粤语语法知识（HKCLOAS: TWK-77%；LKY-37%）

上的表现都比 LKY好，这就表明 TWK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粤语和香港手语获取语言信息。而对

于 LKY来说，由于他粤语的言语感知能力极弱（即 CANSWORT：0%），HKSL是他唯一可以接收



 

 

到的语言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在 TWK 的 HKSL 产出中看到跨语言迁移的影响。通过对 TWK进行

偏误分析，我们发现 TWK在表达量词结构时全部都采用粤语语序（量词结构的语序正确率为

0%）。在表达 wh疑问句的句法非手控特征时，他有 91%的时间没有使用句法非手控特征，而

是用口型讲出粤语中相对应的 wh 疑问词。这些研究发现表明，当聋童具备了一定的口语和

自然手语知识时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内化出文法手语。 

上述结果显示，将聋童长时间置于带有不间断的 HKSL 输入的手语双语环境中，这对他

们的手语发展是有助益的。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来找出这些迟学 HKSL的 DH 儿童是否最

终能够完全掌握所有的语法结构，进而证明语言关键期的影响是否存在于这类长期浸润于手

语双语环境中的迟学手语者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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